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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有機會來到史語所，就〈徐中舒先生的學術與生平〉這一題目向各位女士

和先生請教。

七十五年前，剛過而立之年的傅斯年先生，以極大的氣魄和見識力創辦了中國現

代第一個歷史學研究的專業機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合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學

者，篳路藍縷，經過數年努力，為有著數千年歷史傳統的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闖出了

一條「新學術之路」。我的祖父徐中舒先生有幸在史語所開辦之初便成為其中的一

員，參與了史語所開辦之初的風風雨雨，分享了史語所在短短幾年時間裏便取得巨大

成績的喜悅，在共同鋪築這一「新學術之路」的過程中，奠定了自己一生學業的基

礎。能夠在先祖父當年工作過地方，緬懷追憶老一輩學人的治學生涯及學術業績，我

感到萬分的榮幸和激動，同時亦感到萬分的惶恐和不安。我生既晚，加之大陸「文革」

十年動亂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直到1970年代末大陸恢復高考，我已年近而立，才有

機會進入大學進行專業學習，並在先祖父身邊侍奉問學。然由於學識、學力均淺，尚

不及領會先祖父學問百之一二，先祖父便不幸身染重疾，無法工作和指導後學了。因

此，承所方美意，囑我在此就先祖父的學術與生平作一介紹，一方面我覺得這是自己

一份不容推辭的責任和義務，一方面又恐因我學識和學力的不夠而不能很好地表達先

祖父學問的真精神和真面貌。惟一讓我稍可釋懷者，即先祖父一生百餘篇論著俱在

（詳見附錄），堪可供各位女士、先生明鑒。

徐中舒先生（為行文與演講方便，以下徑

稱「徐先生」）1898年出生於安徽省懷寧縣（今

屬安慶市）一個貧苦農民家庭，3歲喪父，5歲

即隨母親進入慈善機構清節堂，賴以為生（史

語所已過世的李光濤先生與徐先生就是在清節

堂裏一起長大的發小）。童年的艱辛，求學的不

易，在徐先生為悼念他的母親撰寫的〈先母事

略〉中有生動詳盡地記述，我將該文作為這篇

演講稿的附錄，在此就不一一細述。這裏僅就

徐先生學業路徑的形成、治學方法及主要的學

術觀點作一簡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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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先生獨照



學業路徑：安慶初級師範學校、清華國學研究院到史語所

1917年初，徐先生從安慶初級師範學校畢業。師範三年，徐先生受國文老師胡遠

浚的影響最大。哻徐先生後來回憶到：

一九一七年我在初級師範畢業，這時我所受的中等教育，是我一生最重要的階

段。我在這裏啃了些中國舊書，在這裏我受到桐城派的影響很深。學校裏學古

文只是練習寫作的，但我受了桐城派的啟示，就不能以此為滿足。桐城派要義

理、詞章、考據三者並重，我就要求從這三方面充實我自己。哷

桐城古文派以復古為革新，復古即「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革新則主張

「惟陳言之務去」，一掃明清以來的四六駢體文和八股的陳詞濫調，提倡做明白

淺顯的古文，⋯⋯師範的三年學習，我將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集注于國文

課，其餘功課只求及格就行了。學有偏愛，這為我以後的學業規定了方向和範

圍。哸

學習桐城派古文對徐先生的另一方面影響是接觸了西方思想，

我因為學桐城派古文，就讀了些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社會通詮》、《群學

肄言》這一類的書。因為嚴復是吳汝綸的弟子，他是用桐城家法來翻譯文章

的，因此，我就開始接受了些資產階級的教育，社會進化論和物競天擇優勝劣

敗的理論，從前所接受的封建教育，也就有些動搖了。哠

以一本《康熙字典》為工具，熟讀《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初步奠定了

國學的基礎。這可以看作是徐先生從事學術事業的開端。

從安慶初級師範學校畢業後，徐先生兩任小學教師，先後考取了同為公費的武昌

高師數理系及南京河海工程學校，終因所學與己興趣不合而退學。又因胡遠浚先生和

時任安徽省教育廳廳長董家會的推薦，分別在桐城方守敦家和上海李國松家坐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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哻胡遠浚（1869──1933），字淵如，號天放散人，懷寧縣人。其父胡椿經營胡玉美醬園，自幼從叔父胡

傑讀書。清光緒十七年（1891）舉人，曾任懷寧縣教諭。光緒三十二年（1906）應嚴復之聘，任教安徽

高等學堂。後任教安慶初級師範學校。民國十六年（1927）任中央大學文學院教授。擅長桐城派古文，

與桐城派的最後一位巨子吳汝綸（字摯甫）有交情。在學術上致力於老莊哲學研究，以老莊之學為宗，

融儒、佛、老三家。有《老子述義》、《莊子詮詁》、《易述》等專著行世（參見《安慶市志》第1842

頁，待刊）。

哷徐中舒，〈我的思想檢查〉，《人民川大》第65期第四版，1952年7月14日。

哸徐中舒，〈我的學習之路〉，《文史知識》1987年6期。

哠徐中舒，〈我的思想檢查〉，《人民川大》第65期第四版，1952年7月14日。



教，講授《左傳》。「方守敦之父方柏堂（名宗誠）治宋學，著述甚富，所著《柏堂

遺書》二十餘種。⋯⋯李國松之祖父李鶴章是李鴻章之弟，其父李經羲在清季曾任雲

貴總督，北洋軍閥時代曾任國務總理」。唎方家、李家均藏書甚多，尤其是李家，還

刻印書籍。徐先生在這裏授課時間並不多，得有大量時間閱讀東家的藏書，奠定了自

己堅實的古代文獻的基礎。上海三年多的塾館生涯對徐先生更重要的影響，是在這裏

開始接觸到了傳統文化之外的新學問和新風尚：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徹底改革舊中國的思想彌漫全國。那時我在上海，

上海出版的新書，我總是先睹為快。那時整理國故的呼聲很高，古史的討論很

熱烈，這都很合我的脾胃。⋯⋯一方面我開始研讀清代漢學家的著述，段玉

裁、王念孫、孫詒讓所著的有關文字訓詁的書，一方面我開始學習甲骨鐘鼎，

讀羅振玉、王國維所著的甲骨書籍。傳統的尊經觀點，我是沒有了。⋯⋯我把

以前所受到的封建教育與資產階級社會教育結合起來為新漢學奠定了基礎。唃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裏，「古史辨」的討論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徐先生晚年曾對我說

起，他雖然沒有參加這一討論，但卻十分關注討論的進行。「古史辨」的方法論在他

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古詩十九首考〉中就有所表現：古詩十九首「吾人今日實無法以

斷為誰人之作。惟關於作詩之時代，從著錄上，或擬作中，或後人引用其詩，或由詩

中語句含有時間性、空間性者，參互以推之，尚可略得其梗概。⋯⋯吾人試取古代歷

史事實而考其原起，知大部分皆由傳說構成」。唋至晚年在論中國上古的禪讓傳說時

更注意到，春秋時人和戰國時人就有相當不同的認知：「春秋時代的人，把禪讓制度

加以理想化；而戰國時代的人，把禪讓制度加上家族私有制中篡奪的外衣。」圁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上海，徐先生第一次接觸到王國維先生關於古史的一系列

文章：

民國十年，余在上海得瑞安孫仲容先生所著書，其《名原》一篇，雕刻窳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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唎徐中舒，〈我的簡歷〉，1968年7月10日（未刊）。

唃徐中舒，〈我的思想檢查〉，《人民川大》第65期第四版，1952年7月14日。

唋徐中舒，〈古詩十九首考〉（載《立達季刊》第1期，1925年6月；1928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

刊》第6卷65期重載；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25頁）。按：「古史辨」

對徐先生影響還可從後來撰寫的若干篇論文中看到，如〈陳侯四器考釋〉（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年；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405-446頁）中對黃帝傳說的考辨。

然與古史辨派不同的是，徐先生採用疑古的方法，做得卻是證古釋古的文章。

圁徐中舒，《先秦史論稿》，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27-28頁。此點承羅志田先生指教，謹致謝意。



所引古文字，率以墨釘替之，每一執卷，輒難卒讀，因廣搜彝器款識龜甲獸骨

文字以補其闕，遂于上虞羅氏所刻《雪堂》《雲窗》兩叢書及英人哈同所刻

《廣倉學宭叢書》中得讀先生（引者注：指王國維先生）所著書不下數十種，

於是始知並世學者中乃有謹嚴精深之大師如先生其人者。圂

這對此後徐先生決然報考清華國學

研究院有莫大的關係。

1925年9月，徐先生在經歷了近

十年的坎坷求學後，以同等學歷考

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

梁啟超、趙元任和李濟諸先生。過

去的研究大多認為在這裏一年的學

習中，徐先生受王國維影響至巨，

尤其是王國維的「古史二重證據

法」，「對他形成獨具一格的研究方

法和風格關係至大」（詳後）。其

實，在這一年的學習中，徐先生同

時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徐先生在研

究院畢業時提交了兩篇論文，〈殷

周民族考〉埌由王國維先生指導，

〈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指導

教師則為梁啟超先生，該文評語為

「從音訓及金文款識以貫串傳注，精

思獨辟，有左右逢源之樂」。堲以文

字證史，這本是王國維先生的強

項，徐先生卻轉由梁啟超先生指

導，受梁先生學術思想的影響及學

從眾師的願望不難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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圂徐中舒，〈追憶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第5卷1、2合期，1927年8月7日。

埌該文發表時更名為：〈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載清華學校研究院季刊《國學論叢》第1卷第1號；

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26-32頁。

堲徐中舒，〈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載《四川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

作者（左）與徐先生合影

上右：徐中舒先生于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論文之一的

正文首頁（1926年）

上左：該論文指導教師梁啟超的批語



另一位對徐先生一生學問影響至深的老師是時任研究院講師、後來成為徐先生在

史語所多年同事的李濟先生。埕儘管在這一年裏，李濟先生因忙於西陰村的考古調

查，在研究院的時間很少，指導範圍為「中國人種考」，開課亦僅限於「民族學」，但

對於受桐城文派「惟陳言之務去」影響至深、且又接受了西方進化論思想的徐先生來

說，李濟先生講授的近代考古學和人類學這樣一些嶄新的知識有著無比巨大的吸引

力，這可用以下三事說明之：

其一，徐先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中李濟先生指導的兩名學生之一。埒徐先生於研

究院畢業時所提交的論文〈殷周民族考〉的最後一段，有如下語句：「今之治人種學

者，以膚發之色，區別人種。⋯⋯疑黔首、蒼頭，皆謂其發之顏色。蓋戰國、秦、漢

之間，尚有黔首、蒼頭之兩種民族。⋯⋯此問題所關至巨，要非紙上材料所能論定，

姑發其疑於此。」以人種學治中國古史，在徐先生的研究中僅此一見，垺字裏行間

，不難發現李濟先生「人種學」知識的影響及作者應用新知識的迫切心情。

其二，李濟先生1926年1月14日在清華大學部演講「考古學」，埆這是李先生回國

後第一次就近代考古學所作的公開演講。演講內容在今天看來，都是近代考古學最基

本的常識。徐先生應當聽取了這次演講，他在該年2、3月撰寫的〈木蘭歌再考補篇〉

垽「導言」中，便提出了「先將國學基礎建築於歷史考古學之上不可」的要求。考慮

到考古學是一門新知識，垼作者不厭其詳地解釋道：

歷史考古學之名稱，所以別於史前考古學——即未有文字，歷史以前之石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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埕首先提出徐先生治學受李濟先生影響這一看法的是陳力先生。參閱陳力，〈徐中舒先生與夏文化研

究〉，載中研院史語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新學術之路》，第319-329頁。

埒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16頁。

垺到了1931年，徐先生已放棄人種學的觀點，他認為：「仰韶與甘肅各地的人類遺骸經步達生博士測驗

過，也與現代北中國的人種沒有什麼分別。⋯⋯漢胡文化的區分，在中國史上不必係於種族的差異，其

差異的所在只係於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的不同。」（〈再論小屯與仰韶〉，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安陽發掘報告 第三期》，1931年；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145-181頁。）

埆《清華周刊》375期（1926年4月26日）刊出，章熊筆記。又見李光謨先生編，《李濟與清華》（清華大

學出版社1994年版）。按：是書第87頁於該文標題下注明「1926年4月16日在清華大學大學部的演講」，

文末又云「原載《清華周報》第375期，1926年4月16日」，可知是將刊出日誤記為演講日，參《清華大

學人文科學年譜》（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頁）。該條材料出處由查曉英女士提供，謹致謝

意。

垽徐中舒，〈木蘭歌再考補篇〉，載《東方雜誌》第23卷第11號，文末注「十五、三、二，脫稿於北京」。

垼新考古學的知識其實從上一世紀初即已傳入國內，但主要在以北京為代表的北方地區傳播。對於來自上

海的徐先生而言，這確實是一門嶄新的知識。參閱查曉英，《從地質學到史學的現代中國考古學》（四

川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



代，原人時代⋯⋯之考古學。史前考古學在國學上現時尚無若何關係，故歷史

考古學即簡稱考古學，亦無不可。

在此，文中所說的「考古學」似與近代考古學是一回事，接著所論則其不然：

一涉考古範圍，吾人便聯想而及清代漢學家之工作——考據或稱考證。——漢

學家之考據固多精確不刊之著作可為吾人今日之模範，然今之考古學與漢學家

之考據其根本實有顯然不同者：自其動機言之，漢學家為昌明經學或闡揚名教

而考據，考古學則為明瞭某時代、某事物而考古；自其態度言之，漢學家專尚

功力而忽略理解，考古學首重理解而亦不廢功力；自其方法言之，漢學家囿於

儒家獨尊之下，缺乏參考比較之資料，故不得不偏重主觀，考古學本于歷史進

化的觀念，廣搜參考比較之資料，故得作客觀的整理。

雖然強調「為明瞭某時

代、某事物」、「重理解

而亦不廢功力」和「歷

史進化的觀點，廣搜參

考比較之資料，⋯⋯作

客觀的整理」，表現了一

種嶄新的史學觀。但這

裏的「考古學」，與李濟

先生演講中所說的「掘

古墳」的近代考古學大

相徑庭。仔細讀完全

文，其內容所及全為文

學史領域，與近代考古

學無涉，「考古學」即用其字面意義——考古之學。然而，提出「考古學」之名並有

意識地對其進行界定，至少說明新學科新知識對徐先生學術思想的衝擊。

其三，徐先生1927年發表的〈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一文，1926年完成時原

名為〈殷周民族考〉，發表時改今名。就其特別增加「從古書中推測」之定語，似乎

已覺還當運用非「古書」的材料，亦即考古學材料（含古文字學材料）。垸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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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國學研究院首屆學生畢業合影

（1926年，第二排右二為徐先生）

垸此點承羅志田先生提示，謹致謝意。由該文中所言「此東西兩土之民族，是否為同一民族？此問題在人

類學地質學未有新發見以前，吾人實不能加以證明。惟就其分佈之蹟論，則似宜分為兩種民族」大致可

知，非「古書」的材料即「人類學及地質學（即考古學）」。參閱上揭查曉英之碩士學位論文。



徐先生1930年3月29日致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陳鍾凡先生的信函中，就暨南大學史學

系欲重聘徐先生任教該校史學系，校方要求擔任的課程有「考古學、古史學、古文字

學、人種學、古語言學」諸門一事，雖徐先生有「各種門類太多，其中且有非中舒淺

學所能勝任者」之語，垶亦可見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一年學習對徐先生之影響的多方

面。

從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後，徐先生重返上海，任教於立達學園、暨南大學和復旦

大學。1928年夏，傅斯年所長創立史語所於廣州。也就在這年夏天，徐先生在上海數

次與傅斯年先生晤談，這於徐先生又是一次重要的人生機遇。垿史語所存傅檔元63-1

即該年12月31日徐先生致傅斯年先生函，信中云：

孟真先生：暑間數獲展覿，蒙多所啟迪，快慰何如！別來數月，公私匆遽，未

及奉問，想不見罪也。兩年以來，弟在暨南復旦，為教職事牽纏，不獲專力學

問，深以為苦。每於從公之暇，即將甲骨文及中國史籍方面之材料，略加整

理，近始稍稍就緒。而待決問題如「夏商周三民族之興替及分合」、「殷人服

象及象的南遷」、「西南民族的分化」、「由甲骨文與埃及巴比倫文字的比較以

證明甲骨文為商民族所創造的文字」等，紛然雜陳。倘稍得寬閑時間即可一一

為之寫正。繼此由新材料之發見及參考書之增多，更當為進一步之研究。弟自

審于學問偏有嗜好而治學態度又適與先生同，以故前承嘉命，欣然不辭。紹孟

兄來函謂歷史語言研究所事，先生規畫已定，囑（？）弟直作北平之行；惟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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垶吳新雷等編纂，《清暉山館友聲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373頁）。按：原信僅書月日，

編纂者將其系於1931年。據信中所言「別來忽已經年」語，當為離開上海赴北平史語所就職之次年，即

1930年。徐先生到史語所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為〈剝字考〉，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本第4分，刊出時間為1930年（無月份）。則暨南大學此時對徐先生的瞭解仍為入史語所前，故於此亦可

見清華國學研究院之影響。徐先生於1930年曾欲辭去史語所職，故有暨南大學之聘在前，浙江大學之聘在

後，經傅所長及陳寅恪、李濟諸先生的全力挽留而未離開史語所。浙大應聘事在史語所傅檔元63-8至元

63-13劉大白與傅斯年往來電函中有詳細記錄。辭職之原因可參見陳寅恪先生致傅斯年所長函「現在第一

組之不甚平安」語（載《陳寅恪集．書信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9頁致傅斯年函十八），然具體為何

「不甚平安」已不得而知。史語所傅檔關於徐先生部分，蒙貴所前所長杜正勝先生同意、王汎森先生提供

影印件，謹此致謝！

垿徐先生晚年讀到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回憶錄《六次危機》，對其中有關人生與機遇的關係感觸頗深，曾

多次對家人講人生的成功就是要善於抓住機會，而機會到來之前就要做好準備，機會出現時才可能抓得

住。這應當是徐先生一生事業的切身體會。



已屆寒假，仍未得尊處正式聘函，深以為念。暨南大約於一月中旬結束，弟擬

于爾時送眷歸里，二月初可束裝北上，以赴宿約。祈將聘函早日惠下，以便準

備一切。埇

從該信可知：1、1928年夏，徐先生與傅所長數次會面，因「治學態度又適與先生同」

而「快慰何如」；2、會面時傅所長邀徐先生加入史語所，徐先生欣然應允；3、入所

前徐先生已擬就數個待研究的題目，選擇這些題目是因「新材料的發見及參考書的增

多」，擬定的四個題目集中於古代民族史和古文字學領域，均可見清華國學研究院的

影響——其中「西南民族的分化」可能與李濟先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指導的「雲南人

文考」題目有關，埐同時亦加進了新的內容，如將甲骨文與埃及巴比倫文字的比較研

究，即可見傅斯年先生〈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之影響。徐先生在1925年至

1928年，學術研究的興趣和方向主要集注於中國古典文學史方面，而從1929年受聘於

史語所後，研究方向為之一變，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視野研究中國古代史成為其一

生治學的中心所在。

從1929年初至1938年初，徐先生在史語所任職九年。這九年，是史語所「無中生

有」進而成為「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所在的九年，垹也是徐先生系統地研治中國古

史並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的九年。入所之初，徐先生首先參加了史語所遷北平的籌備選

址工作，隨即赴天津將數千麻袋內閣大庫檔案運回故宮午門城樓並實際負責這批檔案

的整理及刊行。因陳寅恪先生仍在清華大學任教，不能駐所，故第一組的具體工作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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埇史語所存傅檔元63-1。按：徐先生加入史語所，以往的研究一般認為是陳寅恪先生看到了徐先生的〈古詩

十九首考〉一文後向傅所長推薦的。胡厚宣先生又提出傅先生創辦史語所，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幾位先

生都羅致到史語所，陳寅恪、李濟、趙元任先生分別擔任了古籍組、考古組和語言組組長；梁啟超和王

國維先生死了，就分別把梁先生的兒子梁思永和王先生的高足徐中舒召入所（胡厚宣，〈追懷史語所前

輩師友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的先進經驗〉，載《中研院史語所會議論文集之四．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

合研究》下冊，1997年7月）。陳先生是否推薦今已不可考，而傅先生不待陳先生介紹便已知道徐先生卻

是事實。在〈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載《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第356-392頁，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一文中，傅先生稱「十六年八月，⋯⋯旋見《國學論叢》第1卷第2號（引者按：當為第1號）

徐中舒先生〈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一文，至覺傾佩」，則傅先生早在1927年夏秋之際歸國之初，就

已透過文章認識了徐先生。徐先生蒙陳寅恪先生推薦倒是另有其事，梁方仲先生1956（7？）年9月19日

致徐先生函中言：「三年前，中國科學院邀請寅恪先生北上，主持史所研究事宜，寅恪先生舉兄以自

代，係由弟代函達陶孟和先生者。前輩盛意殊可感念。」推薦事由梁方仲先生親筆代函，當無疑。

埐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第298頁。

垹「無中生有」係借用杜正勝先生語（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與史語所的創立〉，載中研

院史語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新學術之路》）；「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係傅斯年先生〈歷史語言研究

所工作之旨趣〉（收入《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文中語。



多由徐先生負責。埁1930年12月又接替李濟先生擔任史語所秘書。夎1934年史語所大

部遷南京後，第一組尚留北平一年多，徐先生負責史語所北平方面的工作，1936年初

史語所一組遷往南京事宜亦由徐先生具體負責辦理。奊至1937年抗日軍興，八月，中

研院開始南遷，十月，徐先生負責押運已整理就緒的明清檔案等物資由南京沿長江經

洞庭湖至長沙的任務。娙無怪乎傅所長在致蔡元培院長的一信中高度評價徐先生這一

方面的工作：「檔案整理，已可作第二步之刊行。中舒先生善於佈置，有事務長才，

故工作進行得以迅速，至可喜也。」娖

當時的史語所在傅所長的經營下，無論是在資料的搜集方面，還是研究經費的充

足，都具備了國內最優越的研究條件，更重要的是各種人才濟濟一堂以進行「集眾的

工作」，傅斯年、陳寅恪、李濟、趙元任、董作賓諸先生皆學有專長並視野開闊、眼

光獨到。受聘於史語所的九年中，徐先生可謂如魚得水，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史

語所濃烈的學術氛圍裏，徐先生在古代文化史的研究方面發表論文著述近三十篇

（種），其中十八篇發表於史語所的《集刊》，另有四篇（種）發表於史語所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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埁此事見陳寅恪寫給傅斯年所長的一信：

頃與中舒先生電話中略談（因未見著），弟意此次檔案整理至此地步，微徐公之力不能如是。若任其他去，不

獨人才可惜，而替人亦難覓。第一組主任弟僅挂虛名，諸事悉托其辦理，故弟個人對之有特別感謝之必要。現

在第一組之不甚平安，皆弟常不到院，百事放囗，致有精神上之影響。忽思一法，弟下年仍然照舊擔任第一組

主任之虛名，仍作今年所作之事（其實無所事事），但不必領中央研究[院]之薪水，向清華要全薪。若慮鐘點

加多，則清華下年有研究院，亦挂一虛鐘點以湊數，而弟身體上、物質上皆不受損。且一年以來，為清華預備

功課幾全費去時間精力，故全薪由清華出，亦似公允。所以向清華賣力者，因上課不充分準備必當堂出醜，人

之恆情只顧其近處，非厚于清華而薄于史語所也。鄙意惟弟不領史語所之薪，則第一組精神可改變，而不致有

渙散畸形之現狀。當與楊金甫兄言之，諒無不好商量也。餘俟面罄。孟真兄。
弟寅恪頓首，十五日。

此函不是拆臺主義，乞勿誤會。又撰敦煌目錄序成，當鈔上呈教。

該信載《陳寅恪集．書信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9頁致傅斯年函十八。寫信時間王汎森先生認

為「似為一九三Ｏ年」，據信中「又撰敦煌目錄序成」語，該序發表時易名為〈陳垣敦煌劫餘錄序〉，刊

登於1930年6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從當時印刷周期推，該文寫成至少當

在兩三個月前，故此函不會晚於1930年4月。此信「任其他去」語，大約與前引徐先生致陳鍾凡函提到

的欲應暨南大學聘及其後應聘浙江大學事相關。

夎李光謨，〈李濟先生學行紀略〉1930年條。載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10卷。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7年版。

奊史語所傅檔元63-21至23，元219-3。

娙此事為我的祖母親口告知。徐先生押運明清檔案途經家鄉安慶時曾回家短暫停留，因公務在身，無暇顧

及家人又匆匆登船南下，船上物資均係所內公物，徐先生自己的財產除部分書籍外，餘皆棄置南京，後

毀於戰火中。徐先生的家人後來則是自行分兩批歷盡艱辛，輾轉到達長沙，與徐先生會合。時史語所借

住在長沙聖經學校，因房屋緊張，徐先生的家人到長沙後，借住於方壯猷先生在長沙所租房屋。大約正

是因為家屬的拖累，難以隨史語所轉移，次年由傅所長推薦，徐先生辭去史語所職，接受中英庚款委員

會和四川大學的聘請，就職於四川大學歷史系。

娖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第79頁影印件。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印行。該書係

王汎森先生惠贈，謹致謝意。



上。從這些論著中所反映出的研究範圍和方法看，應當都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

動腳找東西」的產物，〈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一文中所言「史之良窳率以史料為

準，史家不能無史料而為史」，娭完全就是傅斯年先生「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

主張的翻版；娮而「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則進步，不能的，則

退步。⋯⋯如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彙集。地質、地

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娕成為徐

先生一生治學的主要方法（詳後）；殷墟和城子崖的科學發掘，更使徐先生對考古學

由興趣進而登堂入室，運用考古學的最新資料研治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成為一種自

覺。娏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徐先生於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年學習播下的種子，在史語所

這一肥沃的學術園地裏已茁壯成材。史語所對徐先生學業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在

這裏，徐先生登上了自己學術生涯上的第一個高峰。

治學方法：廣泛的史料觀與多重證據法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

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

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娗這是陳寅恪先生

令當代學人耳熟能詳的名言。縱觀新史學七十餘年的發展歷程，「預流者」似還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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娭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1分，1936年；收入

《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652-691頁。

娮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第349頁。

娕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第344頁。徐先生晚年

常對學生說，作學問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斷擴充基礎和工具的過程。隨著基礎的不斷加深和工具的不斷增

多，你的視野會愈益開闊，方法也會愈益豐富，思考也才會愈益深入。

娏徐先生儘管工作不在考古組，卻經常參加考古組的活動，可能是因為興趣所在及擔任所秘書職務之關

係。〈再論小屯與仰韶〉文中述「民國十八年十一月李濟之先生從安陽來平，攜著他的殷虛第三次發掘

所得的重要物品。⋯⋯當李先生開始清檢這重要的發見，我得最先的一件一件的見著」；另據胡厚宣先

生回憶，當年考古組的合影，徐先生一般都參與其中（胡厚宣，〈追懷史語所前輩師友考古學與歷史學

整合的先進經驗〉）；徐先生亦多次前往殷墟考古發掘工地，張光直先生〈《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

後記〉（收入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三聯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頁。）一文表一統計殷墟

抗戰前15次發掘參加人員名單，徐先生僅1935年春參觀了侯家莊西北崗工地。張先生所據為當時的不完

整記錄，而在史語所存傅檔中李濟、董作賓與傅斯年諸先生的通信中，記錄了徐先生在這一期間曾數次

前往殷墟發掘工地。

娗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收入《金明館叢稿

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6-268頁。



上「新眼光」和「新方法」。徐先生正是躬逢其時，成為以新眼光發見新材料，繼而

用新材料、新方法研究新問題並努力實踐的「預流」者。

（一）古文字研究與史料的擴充

前面已經提到，王國維先生的「古史二重證據法」與史語所工作的九年，極大地

擴充了徐先生的史料觀。王國維先生將金石文字及新出土的甲骨文字與傳世文獻的互

證，在上古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而考古新發現又為「古史二重證據法」

開闢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

用地下出土之甲骨金文考證古代歷史，王國維先生首揭此法。徐先生於此體會最

深並運用於自己的古史研究中。他不僅以古文字記錄的古代史事為史料，而且更發現

古文字本身即為最好的古代史料。〈耒耜考〉娊是徐先生於古史研究方面發表較早的

一篇長文，也是一篇以「新眼光」、「新材料」、「新方法」研究「新問題」的典範之

作。由於傳世文獻中相關記載的不足，為了說明古代耒耜的形制、用途及演變，徐先

生大量使用了甲骨金文、古代錢幣、漢畫像石及日本鋤等資料，取「古文字中由耒耜

孳乳之字」與其他資料互相參證，這無疑是將「古史二重證據法」向前推進了一大

步。文中考察了「耤」、「耒」、「男」、「劦」、「麗」、「加」、「靜」、「勿」、

「利」、「方」、「荊」、「耜」、「以」等一組字的甲骨文金文字形，追尋這些字的本

義，從而證明古代耒耜的形制、分佈、用途及其演變。

該文不僅論證了中國古代主要的農業生產工具——耒與耜，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

過程，體現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徐先生晚年在〈怎樣考釋古文字〉娞一文中說：

古人造字，決不是孤立的一個一個的造，也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閉門創造。字

與字之間，有相互的聯繫，每個字的形音義，都有它自己的發展歷史。因此考

釋古文字，一個字講清楚了，還要聯繫一系列相關的字，考察其相互關係。同

時還要深入瞭解古人的生產、生活情況，根據考古資料、民俗學、社會學及歷

史記載的原始民族的情況，和現在一些文化落後的民族的生活情況，來探索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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娊徐中舒，〈耒耜攷〉，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徐中舒歷史

論文選輯》，第72-127頁。

娞徐中舒，〈怎樣考釋古文字〉，載香港中文大學《古文字學論集》，1983年；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

輯》，第1433-1442頁。



代文字發生時期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根據這些東西，探索每個字的字源

和語源。這樣考釋古文字，才有根據，也才比較正確，而不是憑空懸想，望文

生義。

小學本是清學最擅長的部分，清季學人章太炎、劉師培等小學基礎深厚者受斯賓塞社

會學著作和流行於日本的西方「文明史」啟發，認識到可通過文字形義來探索文字發

生時期的社會狀況，藉以發現中國「文明進化之蹟」，娳劉師培更寫出了《小學與社

會學》（即《小學發微》）等開拓性著作（劉還有《小學發微補》，兩者均收入《劉申

叔遺書》）。王國維先生則從反方向提出，可根據古代社會生活狀況來考釋古文字。他

說：

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

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

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

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

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

子，則庶幾其近之矣。孬

其實兩者在取向上本相通而互補，徐先生在實際研究中將兩個取向結合起來，一方面

以古文字的字形字義來瞭解造字時代的生產、生活狀況及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的方

法，反之則通過瞭解古人的生產、生活狀況來考釋古文字，〈耒耜考〉正是徐先生在

這方面的典範之作。對於這一相互證明的關係，徐先生在〈井田制度探原〉中有更進

一步的說明：宧

入蜀以還，僻居峨眉數載。行篋所攜，惟古文字書較備。課餘之暇，因以此自

遣。每欲于文字初形初義以及其引申遞嬗之故，有所論究。日得數位，頗可自

喜。益知我國文字蘊藏古代社會史料，至為豐賾。不但可補古史之缺佚，更可

為社會學家拓一園地。⋯⋯惟我國文字中所蘊藏之豐富史料，則往昔尚未能充

分利用。

這亦可看作是將傅斯年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的「語言即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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娳章太炎，〈致吳君遂書〉，收入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中華書局，1977年，172頁。

孬王國維，〈毛公鼎考釋序〉，收入《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93-296頁。

宧徐中舒，〈井田制度探原〉，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4卷上冊，1944年；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

輯》，第713-760頁。



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這一主張的進一步具體化。

〈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兼論地上建築的由來〉一文，宭在文獻記載只有少許

隻字片語，考古工作者僅在殷墟發現了一批豎穴與竇穴時，徐先生認為：

從殷墟甲骨文字發現以後，我們曉得，我們現在使用的文字，就是從那時起，

一脈流傳下來的。殷、周之際既然沒有完全脫離穴居生活，所以從那時流傳下

來的文字，也保存了許多穴居的資料。這都是當時的直接記錄，在研究古代穴

居遺俗時，尤為珍貴。

通過「穴」、「亞」、「丘」、「虛」、「陵」、

「阜」、「享」、「高」、「京」、「商」、「亳」、

「宅」、「宋」以及一組偏旁從「阜」的甲骨金文

字形字義的分析，得出了上古時代黃河流域穴居

的事實以及從穴居到地面建築的發展演變次第：

「綜而言之，黃河流域建築的發展，實以殷人為

之關鍵。殷人出自東北，其後涉河南遷，而居於

亳，因與淮水流域的民族相接觸，因而受其建築

上的啟發，易穴居之亳而為地上之宅。迄至周

初，商邱一帶棟宇製作，更臻完備，於是世人就

以宋的名稱，來代替從前商或亳了。」正是由於

穴居的需要，古人在安排室內南北東西方位時，

才有了窔、奧、宦與屋漏的區分，「我們從這四種名稱來看，就可以深切的瞭解古代

穴居生活，自物質生活以至精神生活，都包羅無遺了」。

基本上是同時成稿的另一篇重要論文〈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虛青銅

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宬所涉領域極為寬泛，研究時使用之方法亦為多種（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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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在川大留青園二號（50年代居家處）門外

宭徐中舒，〈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兼論地上建築的由來〉，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9卷，1950年；

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787-799頁。

宬該文寫成於1948年3月24日。1947年徐先生在川大休假一年，遂應聘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短期教學。

這一期間徐先生常回到史語所參加所內的學術活動，並接受了傅斯年所長邀請擔任史語所的通信研究員

（引自徐先生1955年9月2日的「坦白交待材料」）。該文寫好後徐先生將一份抄稿交給李光濤先生，希望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此後該抄稿輾轉於李光濤先生與高去尋先生處，高先生

退休時交史語所保存；手稿徐先生帶回川大，1949年美國學者艾瑞慈到川大從徐先生學習中國古代史，

此稿即成為教材，故手稿上留有多處徐先生用鉛筆批註的對若干專有名詞的解釋及對應英語單詞。1997

年在清理徐先生遺書時，我們找到了這一手稿，幾乎在同時，王汎森先生亦在史語所檔案中找出了高去

尋先生移交的抄稿。所以，該文分別刊登於史語所出版之《古今論衡》第3期及四川省社科院歷史所主

辦之《中華文化論壇》2000年第1期上。參見《古今論衡》第3期〈編者的話〉。



然用文字證史則與上文一致。文中對「金」字初形及得名之由來的分析，對「各」與

「車」之初形初義的解說，試以之論證青銅器與兩輪大車由北狄輸入的過程，別具一

格，特別能體現以古文字及字形字義為史料這一特徵。

在〈古井雜談〉一文中，尃徐先生更是明確提出：「象形文字是古代直接遺存的

文獻，反映了當時存在的事物，我們必須加以充分利用。」其中有一段關於轆轤與

桔橰、天平與稱發生過程的敘述：「由天平發展到秤與由轆轤發展到桔橰，都是勞

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對槓桿原理認識的提高。平是天平之平的象形字，金文作平，從

八象天平兩邊輕重相等之形。秤從平而讀為稱，稱舉也，秤是舉起來使用的。秤是會

意字，稱是形聲字。轆轤和天平發生在前，就有錄和平兩個象形字；桔橰和秤發生

在後，就只有後起的形聲字或會意字，在文字中也展示了轆轤和桔橰發生的先後次

第。」以文字為史料證史，開合自如，似已入隨心所欲之境地。

（二）考古學資料與古史研究

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提出：「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

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

為實錄。即有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

得為之。」屖然在王先生處，「地下之新材料」基本局限於古代文字，而於近代考古

學發現之古代遺址、遺蹟、遺物等，王先生因未能見到而無法涉及。羅志田先生指

出：「過去的學術史研究特別注重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其實當時僅任清華

國學研究院講師的李濟恐怕對實際研究的影響還更大，特別是在地下證據由文字向實

物轉換這方面，李氏的劃時代影響無人能及。從徐中舒等人治學的變化可以看出，從

王國維到李濟這一路向的發展後來基本落實在史語所。」屔

如前所述，徐先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年中，儘管對近代考古學表現出濃厚的興

趣，然對如何運用考古材料於史學研究之中，似尚缺乏清楚的認識。進入史語所以

後，能與當時中國一流的現代考古學家同事，有條件見到最新的考古發見，特別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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尃徐中舒，〈古井雜談〉，載自貢鹽業史博物館主辦《井鹽史通訊》1977年第1期，又刊《四川大學學報》

本年第3期；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1248-1263頁。

屖王國維，《古史新證》，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頁。

屔羅志田，《史料的儘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



重視實物（及其層位、類型等）這一所風的薰染下，徐先生在考古學與歷史學的整合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這方面最早且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即〈再論小屯與仰

韶〉，此文後來引用及評論者甚多，基本上都認為這是「首次利用田野發掘的考古資

料研究夏文化」，峬「第一次從田野考古資料研究傳統文獻所載中國傳說時代的歷

史，首先提到了『夏文化』的問題」。峿李濟先生晚年評價該文「雖然關於夏朝的傳

說的歷史根據還沒像商朝的一樣被證實，但忽視它的存在是草率的。⋯⋯徐中舒教授

和其他人在近來的研究中提出來比傳統記載更多的確鑿證據，他們考證仰韶文化為夏

朝。證據仍然不足，但他們的推測可能有助於解決中國古代史的一些其他問題」。峮

用考古資料探索夏文化，這是徐先生畢生堅持的方法，在晚年寫成的〈夏史初曙〉

中，峱徐先生依據「三十年來⋯⋯，地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遺物，幾乎在全國範圍

內都被揭露出來並得到考古工作者的妥善處理」的最新考古成果，提出：「夏文化的

中心地帶現已查明，就是分佈在河南的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峷考古學與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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峬鄭傑祥選編，《夏文化論文選集》〈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峿陳力，〈徐中舒先生與夏文化研究〉。該文詳細討論了徐先生撰寫這篇文章的背景、條件以及所使用的

研究方法，可參閱，此不贅述。

峮李濟，《安陽》，收入《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頁。

峱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1349-1354頁。

峷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讓人感覺似乎徐先生已放棄當年以仰韶文化為夏文化的

觀點。吳天墀先生在〈徐中舒先生對學術、教育的貢獻〉（載《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巴蜀書

社，1990年版）文中便認為：「考古事業大發展，使夏文化的探索工作又有了新收穫，先生尊重事實，

不膠執舊說，看法又有所改變，但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陳力先生在〈徐中舒先生與夏文化研究〉

中亦認為：「就今日考古學知識而言，徐中舒先生所提出的仰韶文化為夏文化之說的確需要修正。⋯⋯

徐先生後來在〈夏史初曙〉、〈夏代的歷史與夏商之際夏民族的遷徙〉等文章中已經對原來的觀點作了

部分修正，認為『二里頭文化』才是夏文化。」類似說法尚眾，基本成為研究徐先生學術思想中的一個

定論，其實這是對該文的誤讀。在〈夏史初曙〉中我們仍能讀到：「傳說中虞、夏文化分佈之區，原與

仰韶文化為近，古代虞、夏兩族從黃土高原逐漸發展到河西、河東以及伊、洛、汾、沁之間，乃受龍山

文化影響而形成二里頭文化，當時還沒有文字。」類似的觀點在〈論堯舜禹禪讓與父系家族私有制的發

生和發展〉（載《四川大學學報》1958年第1期；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971-993頁）一文中有

更詳盡的論述。這種誤解早已有之，在1950年代初期發表的〈論殷代社會的氏族組織〉（載成都《工商

導報．學林副刊》第1期，1951年1月7日；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801-813頁）一文中，徐先生

就提到：「從前我說仰韶文化是虞、夏民族的遺蹟，二十年來這個假說，未被證實，亦未被推翻；胡厚

宣同志說我放棄了這個假說，這是不確的。」堅持虞、夏民族為西方文化系統，與仰韶文化有聯繫，在

東向發展中與龍山文化接觸並受其影響而形成二里頭文化，這是根據新的考古發現充實並完善舊說，何

以認為這是放棄了或修正了原來的觀點呢？ 1980年代在與唐嘉弘先生合寫的〈關於夏代文字的問題〉

（中國先秦史學會編，《夏史論叢》，齊魯書社，1985年版）中，徐先生更明確地提出：「豫西龍山文化

和它西部的仰韶文化之間的發展繼承關係，頗為明顯。」由此可知，徐先生將豫西龍山文化及二里頭文

化與30年代的仰韶文化視為同一個文化系統。其實，就上古史的研究而言，由於新的考古資料的不斷發

見，使古史研究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一種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而具體結論則往往因新的

材料出現和新的方法使用而需要不斷地修正。這大約正是歷史學歷久彌新的魅力所在。



的整合，最終目的就是要通過地下出土實物遺存來認識古代的社會歷史。徐先生反對

為考古而考古，他認為若脫離了歷史研究，考古學必將重蹈宋代以來金石學家的覆

轍，甚至墮入古董家的泥淖。崀要根據考古發現實物史料以復原古代社會歷史，揭出

考古材料之深刻意義。

因此，他撰寫〈古代狩獵圖像考〉，峹就是要辨明「古代文化之遷流」；帩〈四

川彭縣濛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帨〈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錞于〉、庨〈錞于與

銅鼓〉庮等文，則通過對考古發見的研究，探討四川古代巴、蜀國的歷史及與中原、

西南民族的關係；〈古井雜談〉以考古發現的古代陶井、磚井、木井壁、漢代畫像石

上的古井以及西伯利亞十七八世紀尚保存的方木井，結合文獻記載和古文字字形，恢

復「人類社會到達定居的農耕階段，必然要開始鑿井以適應其生活上的需要」這一古

代生活狀況，並指出中國人民古代創造的「卓筒井就是近代新式鑿井術的創始，而中

國早在一千年以前就已經完成了。我國勞動人民在二千年前就能鑿深井，一千年前又

開鑿能避地泉滲入的更深的卓筒井，這是我國勞動人民繼造紙、印刷、指南針、火藥

四大發明之後，對人類文明的又一卓越貢獻」。1977年3月，在四川滎經縣城旁數里發

現一座戰國時代的墓葬，出土銅器及木胎漆器，根據漆器上朱書「王邦」二字，結合

文獻，徐先生撰寫了〈試論岷山莊王與滇王莊蹻的關係〉，庪指出西南的麗水地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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崀羅志田先生指出：「考古學確實有力地支撐了20世紀的史學大廈。稍覺遺憾的是到20世紀後期集考古和

文獻材料於一體的研究取向越來越少見，這固然因為今日中青年學人的跨學科訓練不足，但考古學與歷

史學的疏離傾向逐漸明顯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羅志田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

（史學卷）》〈編序〉，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關於考古學與歷史學之間的關係，目前學術界有著不

同的看法，尤其是對原史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之間究竟應當構築怎樣一種關係，爭議最多。這一方面的

討論請參閱朱鳳瀚先生〈論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係〉（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在1980

年代至90年代，大陸考古學界出現了對本學科的整體反思，俞偉超和張忠培被分別視為「新派」和「傳

統派」的代表，他們的爭論成為反思中的焦點。有意思的是，主張考古學應與歷史學、人類學更緊密結

合的俞偉超竟被視為「新派」，查曉英在〈20世紀末關於中國考古學走向的爭論〉（載《四川大學學報》

2003年第1期）一文中對這場爭論有詳盡的論析，查文指出：「在具體研究中，三科合流方法（還應加

上最近已從考古學中劃出的古文字學）其實早已為徐中舒那一代人所熟練運用，也是傅斯年、李濟長期

主持的史語所一向遵循的取向，不過因為愈來愈細的分科而為後學所割裂，反成為俞先生寄予希望的一

個未來目標。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詭論性的發展，也許值得從事考古以及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者三思。」

峹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載《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文集》，商務印書館，1932年；收入《徐中

舒歷史論文選輯》，第225-293頁。

帩傅斯年先生語，引自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第79頁〈致蔡元培函〉。

帨徐中舒，〈四川彭縣濛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載《文物》1962年第6期；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

輯》，第1127-1137頁。

庨徐中舒，〈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錞于〉。載《文物》1974年第5期；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

輯》，第1209-1215頁。

庮徐中舒、唐嘉弘，〈錞于與銅鼓〉，載《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5期。

庪徐中舒，〈試論岷山莊王與滇王莊蹻的關係〉，載《思想戰線》1977年第4期；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

輯》，第1233-1247頁。



中國古代黃金的重要產地，岷山莊王即是楚國派往這一地區主持黃金開採及運輸的主

管，而這對古代西南地區的開發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儘管徐先生一生中從未參加過田野考古發掘，但他卻深知科學發掘的重大意義。

他對以往的金石學予以嚴厲的批評，認為「往往同時同地出土之物，一入估人之手，

遂使之各個分立，而迷失其相互之關係。因此遂使此類銅器在學術上之價值，大為貶

損」，而「此後如能為系統之發掘，自為吾人最期待之事」。庬在為《馮漢驥考古學論

文集》所作的〈序〉中，徐先生借馮先生的口，告誡學生們：「你們從事現代考古工

作，必須親自參加田野發掘，鍛煉自己，切莫學過去的金石家坐在書齋的沙發上聽任

他人彙報古物出土的消息，並不核實，那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弳

（三）古器物學中的古代歷史

1947年11月，徐先生被提名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候選人，在「合於院士候選

人資格之根據」一欄，徐先生作為候選人資格的理由是「用古文字與古器物研究古代

文化制度」。弰通過古器物來研究古代文化、生產、生活狀況，這在徐先生一生的研

究中，佔有較大的比重。在徐先生眼中，古代遺留下來的各種器物，正是古人生產、

生活狀況的反映，是我們研究古代歷史的又一重要史料。進入史語所及其後數十年

間，徐先生在古器物的研究領域撰寫了一系列重要的論文，〈耒耜攷〉、〈古代狩獵

圖像考〉、〈弋射與弩之溯原及關於此類名物之考釋〉、彧〈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

恝〈說尊彝〉、恚〈論古銅器之鑒別〉、恧〈關於銅器之藝術〉、恁〈關於骷髏作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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庬徐中舒，〈 氏編鐘圖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7），1932年；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

輯》，改名為〈 氏編鐘考釋〉，第205-224頁。

弳徐中舒，〈《馮漢驥考古學論文集》序〉，載《馮漢驥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編，《中央研究院史初稿》第205頁，1988年6月。這一理由是徐先生自己填寫或是

他人代填，現已無法查明。若是自我認知，說明徐先生以此為自己學術研究的重點；若是他人的看法，

則更表明這一研究方向為徐先生學術之特長已成他人的認知。

彧徐中舒，〈弋射與弩之溯原及關於此類名物之考釋〉，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4

分，1934年；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447-481頁。

恝徐中舒，〈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收入

《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482-501頁。

恚徐中舒，〈說尊彝〉，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1分，1936年；收入《徐中舒歷史

論文選輯》，第635-651頁。

恧徐中舒，〈論古銅器之鑒別〉，載《考古社刊》第4期，1937年。

恁徐中舒，〈關於銅器之藝術〉，載滕固編，《中國藝術論叢》，商務印書館，1938年；收入《徐中舒歷史

論文選輯》第692-704頁。



的通訊〉、悢〈蜀錦〉、悈〈談古玉〉、悀〈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貢獻——論殷虛青銅

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原〉、悒

〈古井雜談〉、〈錞于與銅鼓〉、〈古代都江堰情況探原〉悁等。

徐先生的古器物學研究，與古董玩家們的意趣迥然有別。他考證耒耜，為的是

「我們現在從一兩件農具上面試探農業演進的消息。雖是一兩件農具的演進，有時影

響所及，也足以改變全社會的經濟狀況，解決歷史上的困難問題」。悝論述牛耕起

源，認為這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的經濟基礎，而秦國未曾推廣牛耕，也未始不是秦代國

祚短促的一個原因。悃他研究古代弋射與弩之淵源，是為了補充「中華民族當在三千

年前，即已能利用此種最進步之利器，實可驚異。近代學者對於東方蠶絲、磁器、造

紙、印刷、火藥等物之發明，無不盛為稱道；獨於此則尚不詳其所由來」之空缺，所

用方法則是採「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象弓弩矰繳形文字」、「漢以後史書載南方民族未

與中原文化融合以前，即已有弩」的事實，「復參以北平市上所售之弩」。通過研

究，徐先生發現：「史前之中國，與南方民族及印度諸地，其關係或較有史以後尤為

密切。⋯⋯殷商以前之文化，必受有若干南方文化之影響，其消息不難於此中求

之。」悕

針對古器物學研究的狀況，徐先生提議：「吾先民日常習用之物，如舟車屋宇兵

器農具之類，其形制仍保存迄今者，所在多有，其有裨於考古如此類者，必不少，近

來外貨益深入內地，此類遺物日就湮滅，若不及時搜集，數十年後將無從徵考。⋯⋯

欲設一博物館搜集現代地面一切用具之實物或模型。」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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悢徐中舒，〈關於骷髏作酒器的通訊〉，載《責善》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40年。

悈徐中舒，〈蜀錦〉，載《說文月刊》（重慶出版）第3卷第7期，1942年。

悀徐中舒，〈談古玉〉，載成都《中央日報》1945年5月13日。

悒徐中舒，〈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原〉，載《工商導報．學林副刊》第24期，1951年12月30日；收入《徐

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814-828頁。

悁徐中舒，〈古代都江堰情況探原〉，載《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收入徐中舒主編，《巴蜀考古論文

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悝徐中舒，〈耒耜攷〉。

悃徐中舒，〈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原〉。

悕徐中舒，〈弋射與弩之溯原及關於此類名物之考釋〉。

悛徐中舒，〈弋射與弩之溯原及關於此類名物之考釋〉。



（四）史料年代之判定

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古代器物，在作為史料使用時，其年代的判斷至關緊要。

「銅器年代之斷定，為研究銅器最先決之問題」，悗為解決這一問題，徐先生在自己長

期的研究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判別方法。在〈 氏編鐘考釋〉一文中，徐先生指

出：

中國學者對於銅器，向來重視其文字，至於器物之形制與紋樣，則殊為漠然。

⋯⋯出土銅器見於著錄者無慮數千，然其來歷全屬不明。⋯⋯此以往來歷不明

之銅器，其材料既如此豐富，吾人亦當有以利用之。今日照相印刷術又大為發

達，出版銅器之書，有圖像文字可資參考者，亦近二千餘器，其形制、紋樣、

文字三者，有可以確定其年代者，至少可得十數器。如能先以此為斷代之標準

器，再由此標準器之形制、紋樣、文字，以求其他器之年代，如此輾轉推求，

則銅器之年代，大致可以斷定矣。及年代既定，然後再求其形制、紋樣、文字

與時地相互演進之關係。如此於銅器之研究，或有系統可尋。此 鐘考釋則期

欲於此方面樹一例證也。

在該文及〈古代狩獵圖像考〉等文中，徐先生就銅器的名稱、形制、紋飾、銘文、製

作工藝、器物組合、用途用法、年代、國別和所包含的歷史資訊，進行了細緻的分

析，提出了關於是銅器斷代的八條標準，使其成為研究古史的重要史料。悇

另外，在對銅器銘文的研究中，徐先生發現，銘文凡字數在十餘字或二十字以上

者，大都皆綴一祈 之辭，即祝辭、嘏辭，省曰嘏辭。「嘏辭為具有大眾性之語

言，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風格，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範式。蓋此等語言，每以思想之感

召，成為風氣而不自覺，及時過境遷，雖以善於依仿之作者，不能追摹無失。故此等

語言，在銅器研究上，亦可為粗略的劃分年代或地域之一種尺度」，如「據金文言，

萬壽連文，僅春秋時器三見，足證春秋以前，尚未流行」，而《詩．七月》有「萬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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悗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

悇通過形制、紋式、圖像、文字、時地相互演進之關係等建立標準器，以之判定銅器年代方法，郭沫若先

生幾乎在同時有相近似之論。徐先生在〈陳侯四器考釋〉一文的「餘論」中說：「此陳侯四器年代確

定，實合於所謂斷代之標準器。近見郭沫若先生《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序云：⋯⋯。郭氏此意先我而

發，顧其所說仍側重有文字器。其《兩周金文辭大系》即繼此而作，於器制與花紋所得蓋鮮。」參閱王

宇信，〈近代史學學術成果：考古學〉，載張豈之主編，《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96年版，第523頁。



無疆」語，故詩之作者年代，決不能晚於春秋之世。悜這又成為徐先生在〈豳風說〉

一文中證明豳風詩宜為春秋時之魯詩的論據之一。悎

同樣從名詞發生的次第，徐先生「以殷、周時代王公名稱而論，王亥、王季、公

劉、公非等稱呼，王或公之後系以人名是當時的尊稱，是比較原始的稱謂，是真實

的，太王、文王、武王、成王，王之前加以分別，這是後起的：如太王原稱公亶父，

到文王時才追尊為太王。同例，可知黃帝、炎帝等稱呼也是後起的」。戙如果說「史

學即史料學」，史料的年代自然成為歷史研究中最為關鍵之問題，這一工作基本貫穿

了徐先生的學問一生。

（五）民族學史料與古史的互相補正

陳寅恪先生在總結王國維先生「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時，曾提到「取異族之故

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之法，扆後人皆以為這是陳先生的夫子自道。徐先生因條

件所限，無法「取異族之故書」補正中國舊籍，但他在研治中國古代史時，大量使用

中國傳世文獻中所保存的大量邊裔民族及當代學者對少數民族的調查材料，似可看作

是這一方法的活用。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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悜徐中舒，〈金文嘏辭釋例〉，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1分，1936年；收入《徐中

舒歷史論文選輯》，第502-564頁。

悎徐中舒，〈豳風說〉，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1936年；收入《徐中舒歷史

論文選輯》，第606-634頁。按：用銘文或文獻中習用語、名物名稱來判斷其年代的方法，徐先生早已採

用。在〈古詩十九首考〉中，徐先生即詳考〈明月皎夜光〉詩中「促織鳴東壁」中的「促織」在兩漢東

晉時期的變化，認為促織不見於西漢以前之字書，後漢鄭康成前後，始有此名，為幽州方言，至東晉以

後，促織之名始為通稱。又考〈孟冬寒氣至〉詩中「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句中之「蟾兔」，以西

漢以前月中尚無兔與蟾諸並居之說，至後漢始將嫦娥與蟾諸並為一物，於是月中遂有兔與蟾諸並居之

說。由多方例證，可明古詩十九首，亦必出於東漢以後。

戙徐中舒，〈論堯舜禹禪讓與父系家族私有制的發生和發展〉，載《四川大學學報》1958年第1期；收入

《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971-993頁。

扆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載《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收入《金明館叢

稿二編》，第247-248頁。

拲自進化論傳入中國，上古歷史即由「黃金時代」變為「野蠻」，則諸子和漢代起不少講述古代「原始」

的內容便有了新的學術生命，同樣「野蠻」的異族現象具參考作用的觀念隨之而產生，後來更普及，如

柳詒徵1926年就說「姪娣從嫁之法，可以陳鼎《滇黔土司婚禮記》(諸叢書中多載之)證之。故講古史不

限於專讀古書，最野蠻之社會可以考證最古之史事，學者能觀其通，則古今一也。」（柳詒徵：〈史學

概論〉，收入柳曾符、柳定生選編，《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頁）不

過，一種學術研究取向從學者有此意識到實際運用於研究之中有一過程，徐先生的貢獻或更多在此。該

條材料及說明承羅志田先生指出，謹致謝意！



徐先生認為：「凡是社會發展階段相同的民族，生產關係發展到一定的時候，都

應當有相同的、一定的形式。」在研究中國上古傳說時，「所謂不雅訓的神怪之言，

我們通過對民族學的研究，從這些神怪之

言中找出古代的一些基本史實，就是素

地」。挐〈井田制度探原〉中，針對文獻

記載語焉不詳的古代井田制度，徐先生專

設一節「邊裔部族之田制與屯田」，用唐

宋以來我國邊裔之羈糜州府、土司藩屬之

田制，清代朝鮮平壤田制之遺蹟，以及雲

南西雙版納傣族田制，說明殷周時期的井

田。晚年在為馬曜和繆鸞和先生著《西雙

版納份地制與西周井田制比較研究》一書

所作〈序言〉中強調：「許多歷史現象說

明，在人類社會歷史的演進過程中，在一

些民族社會當中，出現了許多帶有共性的

事物，歷史學家從而能夠在其中找出各式

各樣的規律，能在一些淺演或後進的民族社會裏面找到人們經歷過來的社會歷史影

子。」捖

為說明殷代兄終弟及為貴族選舉制，引用契丹、蒙古、女真等相關史事，進而指

出：「中國史上北族、東北族所締構之王朝，⋯⋯其大統之繼承，如未受漢化影響，

其初皆由貴族選舉，⋯⋯則殷商之行貴族制，在我國邊裔部族中，其例證猶屢見不一

也。」挬

在〈論堯舜禹禪讓與父系家族私有制的發生和發展〉一文中，徐先生指出：「在

私有制和傳子制局面產生以前，禪讓或推選是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我們可以從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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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大留青園二號家中天井（1982年）

挐徐中舒，〈1982年先秦史專題講課記錄〉（油印稿，未刊），第39頁、34頁。

捖徐中舒，〈《西雙版納份地制與西周井田制比較研究》序〉，馬曜、繆鸞和《西雙版納份地制與西周井田

制比較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挬徐中舒，〈殷代兄終弟及為貴族選舉制說〉，載《文史雜誌》第5卷5、6期合刊，1945年；收入《徐中舒

歷史論文選輯》，第761-770頁。



民族史中得到例證。」舉《三國志．夫餘傳》所載夫餘舊俗和《新五代史．契丹傳》

八部聚議推舉大人的記載為證，說明古代民族「易酋長的原因，都是以生產的盛衰為

主要原因。原始社會只以對自然鬥爭為目標，所以這裏不須再附以任何政治條件，這

在階級社會是不可能的事。⋯⋯可見，推選制度在原始社會有濃厚的經濟根源和廣闊

的群眾基礎的，是為全體人民所承認的」。接著，徐先生又以契丹阿保機在漢人影響

下廢除推選制，成為終身皇帝的事例，說明「原始的推選制度，在經濟狀況和階級產

生的劇烈變化促使之下，通過複雜的、殘酷的鬥爭，而被父子繼立的世襲制度所代

替。⋯⋯通過夫餘、契丹的推舉制度，很可以說明禪讓之傳說，是有它一定的歷史根

源的」。而「夏代的家族組織，可以由羌族的情況得到說明」，《後漢書．西羌傳》、

《魏書》、《周書》、《北史》中關於羌人不同發展階段的記載，填補了中國古代黃河

流域夏王朝從家族到部落聯盟，進而形成統一王朝的過程。

殷代實行內外服的侯田男衛的四服制，徐先生在1940年代中期就提出來了，捄但

因為文獻上僅留下四服的名稱及後人的簡單注解，難以明瞭具體情況，在〈試論周代

田制及其社會性質〉文中，捅徐先生為了進一步說明殷代四服制的內容，以《遼史．

營衛志》中所記錄遼人宮衛、行營、部族、南面官諸制來說明殷代的衛服、田服、侯

服及男服，用遼代官制中的北院、南院官說明殷代的百姓與里君，並指出：「人類社

會發展，在相同的階段上，有相同的社會制度，這是科學的歷史規律性又得到一次的

證明。」在徐先生的書桌上，長期放置著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四史四夷傳彙編》，

這是一本徐先生使用頻率最高的文獻之一。

正是因為有了新的眼光和新的方法，才能發現無數的新材料，並「利用無限的史

料，考定舊記」；也正是因為有了新的眼光和新的方法，才能在前人研究汗牛充棟的

情況下，另辟新徑，發現新的問題並研究解決之，「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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捄徐中舒，〈井田制度探原〉。關於殷代內外服制問題，徐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有所涉及，如〈論西周是

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載《歷史研究》1957年第5期，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931-

970頁）；〈對古史分期問題的幾點意見〉（載《四川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

選輯》，第1313-1318頁），至1982年，又與唐嘉弘先生合作寫成〈論殷周的外服制——關於中國奴隸制與

封建制分期的問題〉（載《人文雜誌》增刊《先秦史論文集》1982年5月，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

輯》，第1410-1418頁）一文。在最初的論述中，徐先生將田服解釋為「服農事」，至〈對古史分期問題的

幾點意見〉，始將田服釋為田獵，而男服才是「治田入穀」。

捅徐中舒，〈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載《四川大學學報》1955年第2期；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

輯》，第829-895頁。



上的增高」。挶以上所舉，均為徐先生治學方法中犖犖大者，其他如採地質、地理、

氣象、物候、天文諸學科之成果為歷史研究所用，不可勝道。徐先生晚年曾對自己的

治學方法做過一個總結：

我研究古文字學和先秦史，常以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相結合，再參以邊地後進

民族的歷史和現況進行互證。由於觀察思考方面較廣，易得其實。捃

主要的學術觀點：

東西二分 -- 高辛與高陽；民族分佈與文化交流

徐先生研治古史所涉甚廣，時間從先秦至明清，範圍則涵文獻學、古文字學、考

古學、民族學、古器物學、巴蜀古史諸領域（在前面介紹徐先生治學方法時已有所涉

及），然其治學之根卻紮在中國上古史這片沃土中。對於東亞大陸上古時代東西二分

——高辛與高陽的解釋，夏商之際、殷周之際的民族遷徙以及這一時期東亞大陸文化

與周邊文化的影響和傳播，構成了徐先生先秦史研究中的骨幹和精髓。

（一）高辛與高陽

高辛氏和高陽氏出於《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即五帝中的帝嚳和帝顓頊，相

傳都是黃帝的後代。然而於高辛氏和高陽氏這一傳說中我們能夠看到怎樣的歷史素

地，從來學者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近代疑古之風起，夏、商尚在懷疑之列，

更何論傳說中的五帝，這一問題遂被束之高閣了。徐先生從「古史辨」那裏拾起被其

撕成碎片的上古史，在王國維先生《殷周制度論》的啟發下，以自己對古史的獨特認

識，再依據現代考古發掘的新發現，結合民族學的例證，化腐朽為神奇，對高辛氏和

高陽氏這一古老傳說作出了全新的解釋，並成為他研究中國上古歷史的一條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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挶本段所引均出自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捃徐中舒，《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前言〉。這一方法徐先生在多篇論文中均有提及，如在〈夏史初曙〉

一文裏就有近似的表述：「我研究古代史，過去總以所逢遇到的新史料如甲骨、金文等作為探索殷、周

史的依據，使舊文獻再度得到地下資料的證明。同時，又以邊裔民族史料闡發古代社會發展的實際情

況。從這三方面研治古史有左右逢源之樂」，再加上考古工作的不斷發展，使我們能更加「便利地對古

史作全面的深入研究，這是過去的學者作夢也想不到的」。



1926年，徐先生在王國維先生指導下完成了他在清華研究院的畢業論文〈殷周民

族考〉，第一次在古史領域打破了中國上古三代一脈相傳的傳統認識，提出了殷、周

不同族的觀點。此文寫成於1926年初夏，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畢業論文。次年六月發

表於《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一號上（更名為〈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從王國維

先生的殷、周制度不同發展為殷、周民族有異，東西二分乃至文化多元的觀點已凸

顯，揤前引傅斯年先生〈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中對此文有極高的評價，且大段引用

了徐先生文中的內容。在此基礎上，傅先生將傳說中的五帝分為東西兩系，虞、夏、

周為西土的系統，太 、有濟、少 、商屬於東土的系統，或亦可看作是受此文的

影響。挹其後，徐先生在〈殷周文化之蠡測〉捋及〈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等文中重

申這一觀點。尤其是〈殷周文化之蠡測〉一文，大致可以看作是〈從古書中推測之殷

周民族〉的補充之作，在文獻材料之外，複取甲骨金文資料，並從殷、周姓氏人名的

不同、親族制度之差異，以及月相之區別，論證殷、周當屬不同民族。

在〈再論小屯與仰韶〉一文中，徐先生進一步提出：

現在從許多傳說較可靠的方面推測，仰韶似為虞夏民族中遺址。雖然在中國舊

籍是向來就認虞、夏、商、周為一脈相承的正統文化，對於上面的推論自然要

驚異起來。⋯⋯我們對於虞、夏兩代，曉得的實在太少。⋯⋯所以在本文中僅

得依據中國史上虞、夏民族分佈的區域，斷定仰韶為虞、夏民族的遺蹟。這本

不是健全的方法，但我們也不妨認為一種有理解的新的提議。

進而徐先生斷定小屯文化與仰韶文化分屬兩個系統。這是第一次從考古學的角度證明

東西二分的一個提議、一個推測。從殷、周東西說到虞夏、殷商西東說，則新石器時

代晚期東西二分即已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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揤王汎森先生已注意到：「王國維的學生徐中舒顯然也從其師《殷周制度論》讀出王國維意想不到的結

論。徐氏在1927年寫成的〈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中暗駁其師殷、周皆出帝嚳說」，並「由幾個方

面證明殷、周非同種民族」，更實際梳理出「東、西兩個民族盛衰變遷之蹟」。參見王汎森，〈一個新學

術觀點的形成〉，收入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282

頁。

挹東亞大陸上古時期文化分東、西之說，是20世紀20-30年代相當一些學者的共識。王汎森先生在〈一個新

學術觀點的形成〉一文中，詳盡地分析了「古史多元觀」這一相當有力量的「工作假設」（Working

hypothesis）是如何從王國維先生的《殷周制度論》發展到傅斯年先生的〈夷夏東西說〉這一學術歷程。

實際上，蒙文通先生1927年秋季在成都大學等校教學用的講義《古史甄微》提出上古三集團說，與徐先

生的〈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差不多同時，蒙先生的講義於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陸續正式

發表於南京的《史學雜誌》第1卷4、5、6期及第2卷1、2期上。

捋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測〉，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3分，1931年。



此後，傅斯年先生的〈夷夏東西說〉更為全面詳盡地論證了夷夏文化的區別，認

為三代史即東西對峙史，「不只批判性地運用文獻，而且深受當時考古新發現的影

響，並且隨處以新出土之甲骨作為證據，論證相當細密」，捊深化了對中國上古時代

東西二分的認知。至此，三代文化東西二分幾成定論，這就為高辛氏和高陽氏的重新

解釋鋪平了道路。

在〈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及1950年代至1980年代多次先秦史專題講義

中，徐先生最終將東西二分的觀點與高辛、高陽的傳說聯繫起來。挼他認為我國古代

黃河流域的農業是從兩個中心區域發展起來的：一個是西邊黃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

區，一個是東方圍繞泰山的眾多小河河谷丘陵高地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區。東

西兩區之間是一個廣大、低下的沼澤森林地帶，在很長的時期裏把兩個文化區完全隔

離了，因而在黃河流域出現了兩個不同系統的文化。仰韶文化農業發展較早，樹木早

已砍光，農田已開闢，是陽光普照的地方，因此他們稱為高陽氏；而東方龍山文化區

的人民向西發展，將低地逐步開發出來，才與仰韶文化有了接觸。在低窪的沼澤森林

地帶發展起農業的龍山文化則被稱為高辛氏。挩辛即薪，古代樹木曰薪。高陽氏和高

辛氏的傳說正是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在黃河流域由各自獨立發展到接觸融合的反映。

龍山文化的農業發展儘管要晚一些，但由於接受了南方河姆渡文化先進因素的影響，

加上開發出低地自然條件優越，故能後來居上，逐步取代了仰韶文化，一直向西發展

到黃河上游的甘青地區，中國古代文化主要是繼承了龍山文化的傳統。

而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仍長期存在，如《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當時的兩個「天

下之中」——陶和洛邑，正是上古時期東西兩大文化系統的人民各自對天下之中的認

識。捁而東西這兩個在長時期內形成的經濟中心，延續到西漢時還在發揮它們的作

從
﹁
書
﹂
裏
到
﹁
書
﹂
外
：
徐
中
舒
先
生
的
學
術
與
生
平

論
衡

140

捊王汎森，〈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

挼徐先生東西二分乃至高辛、高陽說的充實完善，應與傅斯年先生的影響有密切的聯繫，詳後。

挩最早以地形的高低來區分東西文化是傅斯年先生。他認為：「我們簡稱東邊一片平地曰東平原區，簡稱

西邊一片夾在大山中的高地曰西高地區。⋯⋯夷與殷顯然屬於東系，夏與周顯然屬於西系。⋯⋯因地形

的差別，形成不同的經濟生活，不同的政治組織，古代中國之有東西二元，是很自然的現象。⋯⋯東西

對峙，而相爭相滅，便是中國的三代史。」（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收入《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頁）

捁兩個「天下之中」的看法也是傅斯年先生最早提出的。〈夷夏東西說〉中傅先生云：「在古代，社會組

織不若戰國以來之發達時，想有一個歷代承繼的都邑，是不可能的。然有一個地理的重心，其政治的，

經濟的，因而文化的區域，不隨統治民族之改變而改變，卻是可以找到的。這樣的地理重心，屬於東平

原區，是空桑，別以韋為輔。屬於西高地系者，是雒邑，別以安邑為次。」



用。徐先生進一步指出，戰國秦漢間，隨著民族融合，大一統國家的出現，人們便根

據古代傳說將這兩大文化系統合在一起，變成一脈相傳的黃帝子孫，這是歷史編纂學

適應政治需要的結果。儘管司馬遷作《史記》時已不能完全瞭解這段歷史，但他根據

傳說寫成的〈五帝本紀〉，其中高陽氏、高辛氏的說法為我們保留了珍貴的原始歷史

素材。

井田制是中國古史中長期爭論而未解的一個謎，學者或信其有，指為商周時期奴

隸制生產關係的鐵證，或云為孟子臆造之烏托邦而徹底否定之，或稱籍田即井田，均

未得井田之要旨。徐先生從東亞大陸上古文化東西二分說出發，對井田問題提出了自

己獨特的見解。

徐先生指出井田是低地農業開發的產物。新石器時代晚期，善於射獵的東方高辛

氏先民在開發低地的過程中，首先是在低地中開出縱橫交錯的溝渠將水排出，然後在

這裏進行圍獵活動，低窪的平原沼澤之地被這些溝渠分成了井字型的方塊，「田」即

象其形。《考工記》裏記錄井田上的溝洫制度，畎、遂、溝、洫、同、澮，由淺而

深，專達於川，它的唯一作用，就是要把沖積平原上面的水流入大川裏去，是排水而

不是灌溉。低地開發，排水之外，還要經常不斷地和兇猛野獸以及傷害禾稼的小動物

作鬥爭，所以溝洫之外還要穿地為陷阱以捕大小獸類。這就是我們祖先對自然進行的

艱苦鬥爭。因為這裏最早的生產活動是圍獵，故古代東方獵場謂「囿」，囿在甲骨文

中從田從屮，示方形獵場有長林豐草之意，而西方黃土高原獵場則稱「苑」，表明這

種獵場隨地形委曲周回之貌，而不是方方整整的了。殷墟卜辭所云「王田」、「王其

田」每與「王狩」互見，從不涉及農事，可知「田」的本義是田獵，不是農田。低地

中的水逐漸被排乾，野獸逐漸減少，森林被砍倒，低地則漸由方囿演變為農田，這就

是豆腐乾塊形狀的井田。

井田是以高地農業長期發展為基礎，在肥沃的沖積平原上逐步發展起來的田制，

是可以年年耕種的良田。它的通行地帶，最初只局限在這一地區，後來則可能向鄰近

的以及地理條件相同的地方擴展，但是它在古中國並不是普遍通行的田制。換耕制的

爰田才是人類社會發展中普遍存在的制度。爰田就是換田，爰、轅、（ ）、換四

字，古代音同義同，故相通用。原始農業，刀耕火種，耕種一兩年後地力即告衰竭，

需要休耕以恢復地力。因此為生存計，一個村社共同體就需要在幾塊不同的土地上輪

換耕作，遂有三年換土易居之舉。這種爰田不受地理環境的限制，是人類社會原始農

業發展的必經階段。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爰田在西周時期演進為耕百畝休耕五十畝的

菑、新、畬三田制，到春秋戰國時期更進一步發展為自爰其處，不再換土易居了。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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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和井田，就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分別於西方黃土高原和東方低地發展起來的兩種

田制，反映了我國古代農業耕作水平的發展演變過程，它們和生產關係沒有必然的聯

繫。挴

這一學術觀點若向上追溯，則在〈耒耜考〉中已見端倪。在用文字字形將耒與耜

區分為二物後，徐先生即指出：「耒耜為兩種不同的農具。由耒變為鍬臿，由耜變為

耕犁，二者各有其演進的道路。⋯⋯耒耜兩種形式，農人既不須兼備，而終能遵循各

自的道路演進者，乃因耒耜二物，各有其通行的領域故。⋯⋯耒為殷人習用的農具，

殷亡以後，即為東方諸國所承用。耜為西土習用的農具，東遷以後，仍行於汧渭之

間。」在〈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原〉中亦以爰田區域為牛耕開始的地區，東方則還要

等到西漢趙過推廣牛耕時方能學得。

古代傳說中的堯、舜、禹禪讓正是東西兩大文化系統碰撞而結合的具體形式之反

映。唐堯和虞夏是分別處於東西方的兩大農業部族，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他們在從中

原到長城內外的廣大區域裏相互接觸融合，聯合起來抵禦北方狩獵畜牧民族的侵擾，

產生了唐虞夏部落聯盟，進而形成了夏王朝。孔子信而好古，美化了堯、舜、禹禪

讓，認為這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後人則又認為禪讓制度是儒家憑空設想出的神話，

並非信史。其實禪讓制度，本質上就是原始社會部落聯盟時期的推舉制度（前面已

述）。在私有制和傳子局面產生以前，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有夏一代，政治上

雖然統一了，東西方文化間的差異卻難以在短時消除，因此不能用後來歷史上的改朝

換代來解釋「殷革夏命」。夏族出於西方高陽氏，其後裔分為兩支，一支是姜姓部

族，這是周人母系的祖先，另一支則是分佈於西方廣大區域的羌族；殷商出於東方民

族，為高辛氏的後代。捘成湯滅夏就是一次激烈的民族鬥爭。

同樣，殷周之際的變革實質仍為一次劇烈的民族衝突。周族是由姬姓部族和西羌

的一個分支——姜姓部族融合而成。姬姓部族的祖先應是春秋時期尚存在於晉國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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挴本段及上一段所述，參見徐中舒，〈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另外，徐先生在1944年代撰寫了

〈井田制度探原〉一文，文中觀點徐先生後來多有修正。然從其中可以看出徐先生在這一問題上研究思

路的演進次第，可參閱。

捘徐中舒，〈論堯舜禹禪讓與父系家族私有制的發生和發展〉。



的白狄，屬於東方文化系統，為高辛氏的後代。古公亶父由豳地遷到周原，與世代居

住於此的姜姓部族通婚，遂形成一個農業高度發達的新民族。捔周人的勢力發展到一

定時期，舍伐紂而外，實無它途。舊史稱文王弔民伐罪之說是不值一駁的。

（二）民族分佈、變遷與文化交流

徐先生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自始至終都極為關注民族與文化問題。捙既然東西

二分，則民族分佈、變遷與文化交流自然就成為先秦史研究的重點：

中國歷史自商、周以來始用文字寫定，同時此民族乃由黃河流域漸次同化其鄰

近不同之民族，因此鄰近民族固有之傳說，乃隨其同化之先後，而滲入中國文

化中，使之漸次構成一荒遠古史系統。其同化愈後者，其在古史系統中之年

代，轉愈高而愈遠，故中國商、周以前之古史，實即一部古代民族史。挭

中國上古史上的民族，並非種族的不同，民族「不必系於種族的差異。其差異的所在

只系於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的不同」，「形體並不是分別文化的標準，而可以為

分別的標準的，只是飲食、衣服、語言、文字、冠帶、束發、婚媾、倫常種種瑣細的

節文」。捇以生產、生活習俗的異同，進而再以禮儀、語言的差異、有無共同的心理

狀態來判別不同的民族，因此，文化即為研究古代民族的關鍵，上古民族史亦即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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捔關於周人的族屬問題，參看徐中舒，〈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西周史論述〉（上）（載〈四川大

學學報〉1979年第3期）。按：周人出於戎狄及由姬、羌二支構成，分屬東西文化系統一說，最早見於傅

斯年先生〈與顧頡剛論古史書〉，信中云「與其信周之先世曾竄於戎狄之間，毋寧謂周之先世本出於戎

狄之間，姬姜容或是一支之兩系，特一在西，一在東矣。」（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2集

第13、14期，1928年；收入《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

捙王汎森先生指出，陳寅恪與傅斯年先生都「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以『種族——文化』為主軸來詮釋歷史變

動的現象」（王汎森，〈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在這方面，王國維與李濟先生也是不遺餘力的身體

力行者。王國維先生的《鬼方昆夷玁狁考》「以族類及地理分別之歷史的研究」，取得「豐長發展」，傅

斯年先生曾予以高度的評價（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李濟留學時從學體質和文化人類學

出身，回國後又轉治中國田野考古，畢生主要致力於殷商文化及中國上古史研究，並一直未曾忘情於體

質人類學；他是把現代科學與傳統史學作了有開創性的結合而取得明顯成就的一位先行者」（李光謨，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安陽》〈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他決心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

中國文化的發展及若干歷史現象」（李光謨，〈李濟之先生小傳〉，載《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濟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徐先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即受王國維、李濟先生影響，對民族及文化

甚為關注。或可以說，「種族——文化」從史語所創立之始，就已成為所內同人詮釋歷史變動現象的主

軸。

挭徐中舒，〈陳侯四器考釋〉。

捇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



上古文化史。在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徐先生將注意力集中在東亞大陸文化的起

源、民族變遷與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及夏商之際、殷周之際的民族遷徙等幾個方面。

〈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依據殷墟出土之唯一的一塊彩色陶片，挳及銅器和甲骨

金文中鳥獸形與西方（含巴比倫、埃及古物）之不同，「已可證明東西風尚之不同，

而甲骨文字，尤不得與辛店、仰韶之文化，混為一談」。中國文化的正統，應當是在

東方的環渤海灣一帶。「小屯有甲骨文字，有骨制的笄，有席地的象形字，這都是漢

化的特徵。而仰韶就絕不見這一類的遺物」，而「小屯的甲骨年代，不過二百餘年，

在這二百餘年內決不能產生這樣豐長的文化。所以我們可以斷然的說小屯文化無疑的

是由別處移植來的。⋯⋯我以為小屯文化的來源，⋯⋯環渤海灣一帶，或者就是孕育

中國文化的搖床」，「余疑古代環渤海灣而居之民族，即為中原文化之創造者，而商

民族即起於此」。

這一看法在〈殷周文化之蠡測〉中有進一步的發揮，在列舉了殷周兩代文化異同

後，徐先生認為，「上面所舉的七則，都與人類生活有密切的關係，這也就是人類文

化的各種表徵，這種種方面，殷周兩代既全趨於一致，我們因此也可以斷定周之代

殷，不但承襲其統治權，並其文化都完全承襲了」，「周人的勃興，恰好做了中國文

化的大護法與傳播者。後來所謂先秦的燦爛文化，在殷文化來源未明以前，我們是可

以定的說這都孕育于殷商一代」。因此，探明殷文化的來源，也就是尋找東亞大陸文

化的源頭。

殷墟的考古發掘，為這一探索提供了無數的新資料和新途徑，並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的研究成果。〈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貢獻——論殷虛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一

文，就是這一探索的成果之一。該文在李濟先生〈殷虛銅器五種及其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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挳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

《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51-71頁。從引文可知，仰韶與小屯屬於不同的文化系統的觀點，在該文中已

具雛形。

挳引文參見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按：以殷商文化為中國文化之正統，

以環渤海灣為中國文化之發源地，其說傅斯年先生最早提出。在〈與顧頡剛論古史書〉中，傅先生提

出：「我疑中國文化本來自東而西：九河濟淮之中，山東遼東兩個半島之間，西及河南東部，是古文化

之淵源。以商興而西了一步，以周興而更西了一步。」杜正勝先生注意到傅斯年先生有一個「捕捉靈感」

的筆記本，記於1926年秋，其中有「太山」、「旅於太山」、「渤海」、「海外有截」、「殷周之際」等語

詞，是從外國的愛琴海文明得啟發。到了〈夷夏東西說〉裏，這些隻言片語就成了系統的觀點了，第一

節的小標題即為「商代發蹟於東北渤海與古兗州是其建業之地」。參閱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

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



〈殷商陶器初論〉、〈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及戰後在史語所講演的基礎上，以肯定殷

商文化是源于東亞大陸的本土文化為前提，「就古文字及邊裔史料，以探求」青銅器

與兩輪大車「輸入之部族，與其所經由之路途」。綜合古文獻、古文字、考古材料及

邊裔民族史料中反映古代東北民族的生產、生活習俗的方方面面，論證了古代北狄為

構成中華民族之一支，居於東亞大陸北部及東北部，在殷商前期即與中原地區有了聯

繫，「殷虛之青銅器與兩輪大車，由北狄自西方輸入，已不為無據也」。正是東方的

本土文化與外來的西方文化相結合，從而成就了殷商一代輝煌的文化。文化發展與文

化交流的關係，徐先生在1930年代初即已明白地指出了：

人類文化演進，不外兩途：其一由於文化自身之繼續發展，其又一則由於外來

文化之影響。此二者實相互為用。歷史上固無全然孤立之文化，亦無全然受外

來文化支配之民族。中國文化受有外來影響，遠在殷商以前。

正是由於這樣一種完全開放的眼光，徐先生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對待中國上古史中外來

文化的因素，「先秦文化，雖受有些許外來文化影響，而大部分仍為中國文化自身繼

續發展之結果」。

在〈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貢獻——論殷虛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一文中，針

對當時一些人基於民族立場反對文化外來說，徐先生認為：

至於銅器與兩輪大車非我國固有，在篤愛我國文化之人士言之，寧非憾事。但

吾人尚論古史，當以史實為依歸。吾人由此知中國文化在遠古並非孤立，此亦

非無益之事。吾人觀殷虛文物之盛，即在能擷取他人之長而迅即融會為己有，

且發揚而光大之。吾人今日之恥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發明與日俱增，

而我即追摹仿效，猶不能仿佛其什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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挳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

挳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

挳徐先生對待外來文化影響的客觀態度，當時確乎是獨步學林的。這一點，陳力先生已經指出（陳力，

〈徐中舒先生與夏文化研究〉）。另外，徐先生抗戰期間所寫的〈中國史上的民族主義與抗戰前途〉（載

《三人行》第1期，1942年12月，成都），文中歷數中國春秋以降民族主義高張之史實，期望以我們的民

族精神，戰勝日本的幾百萬雄師。然對民族主義，仍保持著冷靜的分析：「中國民族主義的發達，乃在

異族入侵，國家危亡之時。這時的民族主義可能的變為狹義的種族主義。但是一等到異族入侵的危機解

除，或是民族復興之後，這種狹義的種族主義也就隨之消逝。因此我們歷史上的民族主義，乃是隨我們

的國運盛衰，而一張一弛。」國運不濟、外族入侵，乃是民族主義興起的主要原因，且有變為狹義的種

族主義（即後來所說的民族沙文主義）的可能。徐先生唯一的民族情緒之表露僅見於寫於抗戰前夕的

〈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文中稱：「今者吾鄰封於攘奪劫殺之餘，復高唱其王道樂土之說，吾人目睹此

等讕言囈語之流行，雖殷、周之際弔民伐罪之說，果為史實，吾人亦當不敢置信矣！」後人有以徐先生

為文化西來論者，其眼界與態度實不足以學術待之。



這種態度，正是李濟先生所提倡的新史學家的境界之一：「史學家最大的難題卻在如

何處理真材料。⋯⋯真的史料與哲學家追求的真理有類似的地方，它們都是無情的，

不變的。它們的出現可以為時代風尚加注解，可以把個人的思想習慣納入正軌；也可

以諷刺當代的迷信，不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細心人處理這些材料，若要把它們各作

適當的安排，更需要一種職業上必具的膽量。故新史學家的第三個境界應該是：『寧

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資料遇到了這種有勇氣的人，庶幾乎可

以相得相輔了。」

殷、周雖分別屬於東西二系，但經過深入仔細地研究，徐先生發現，周文化實際

上是承殷商文化而發展起來的。在撰寫〈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一文時，徐先生

主要是尋找殷、周之間的差異和區別，證明殷、周為不同的民族；到了〈殷周文化之

蠡測〉裏，雖然仍然堅持殷周似屬兩種民族的觀點，但於殷周文化上的異同，找到更

多的卻是二者間的同，同一文字、束髮、席地而坐、任器之形制、兵器、簡冊、貝

朋，等等，而異僅剩下月相與親族制度兩項，「周人的勃興，恰好做了中國文化的大

護法與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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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形 （1983年）

挳李濟，〈論「道森氏．曉人」案件及原始資料之鑒定與處理〉，收入《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濟卷》。

挳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測〉。



至〈論殷代社會的氏族組織〉中，徐先生更進一步認為在殷商晚期，因為「立王」

制度的建立，「聯繫到殷代帝乙以後的世系，都是父子相繼而不是兄終弟及，那麼，

殷代的末期已經是走入了家族的宗法社會了」。而周人的昭穆制度，也「頗疑心這是

周康王以後周人從東方抄襲來的典禮，而不是周人自己的制度」，「昭、穆原是昭

王、穆王的名號，這兩王又恰好是父子繼承的，後來借為昭穆的序列，在昭王、穆王

以前絕不能有什麼昭穆的廟制的」。在〈井田制度探原〉中，徐先生又提出周代的分

封制也不是周人的發明，而是由殷代外服中的四服制經周人改造而來的。

徐先生晚年作〈論甲骨文中所見的儒〉， 認為甲骨文中的「需」字，應即為

「儒」字，「說明儒在殷商時代就早已存在了。它和歷史上的儒家有一脈相承的淵源

關係」。1979年周原甲骨的出土，有力地證明了殷周文化間的繼承關係，徐先生寫出

了〈周原甲骨初論〉， 對這一考古新發現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周原文化⋯⋯有東

西兩個來源：東面的姬族來源於晉、陝之間的光社文化，西面的姜族來源於甘肅的辛

店文化和寺窪文化。周原文化就是這兩方面的文化的融合。」周克殷後，周人大量繼

承了殷人的文化，「周初擔任作冊者大率皆屬殷人，⋯⋯作冊、作冊尹出納王命，為

王喉舌，如此機要重任而委之於疏遠的殷人，這就集中地說明一個問題，即周人在開

國之初，還沒有人諳習這些象形文字」。

歷時半個世紀，徐先生在王國維先生《殷周制度論》基礎之上，不斷地修正、充

實、完善，終於完成了從殷、周民族二分到殷、周民族文化相承的研究歷程，殷、周

民族與文化的分合，成為徐先生中國上古史研究中又一主要線索。

關注夏商之際與殷周之際的民族遷徙，是徐先生古史研究中的又一個重點。〈從

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一文開篇劈頭一句便是：「殷、周之際，我國民族之分佈，

實經一度極劇之變遷。其關係後世，至為重要。」而周人克殷，「本為兩民族存亡之

從
﹁
書
﹂
裏
到
﹁
書
﹂
外
：
徐
中
舒
先
生
的
學
術
與
生
平

論
衡

147

挳徐中舒，〈論甲骨文中所見的儒〉，載《四川大學學報》1975年第4期。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

第1216-1232頁。

挳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論〉，載《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1982年；收入

《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1429-1432頁。



爭。其後周人諱言侵略，而儒家又造為弔民伐罪之說，於是此東西兩民族盛衰變遷之

蹟，遂湮沒而無聞焉」。徐先生通過正史中四夷傳的相關記載，緊緊把握住「民族—

—文化」這一辨別民族異同的主軸，對夏商之際、殷周之際的民族變遷進行了卓有成

效的探索。徐先生認為，歷史上的殷革夏命、周人克殷，與後來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是

不同的，而是激烈的民族鬥爭。其結果是殷民族和周民族先後戰勝了夏民族和殷民

族，之後夏民族與殷民族都有一次很大的遷徙。

有夏一代，政治上雖然統一了，東西方文化間的差異卻難以在短時消除。夏族出

於西方高陽氏，其後裔分為兩支，一支是姜姓部族，這是周人母系的祖先，另一支則

是分佈於西方廣大區域的羌族；殷商出於東方民族，為高辛氏的後代。成湯滅夏是一

次激烈的民族鬥爭，從甲骨文的記載看，其中有許多關於羌人的材料，羌人就是夏民

族的後裔，殷人對待羌人到了殷商晚期還是十分嚴厲的，因為這是民族間生死存亡的

鬥爭。夏民族在這次鬥爭失敗以後從他們的統治中心向外有一次很大的遷徙，北遷部

分之後裔就是秦漢時代居於中國北方大漠的匈奴，南遷部分到達江南成為越族，這在

《史記》中都有明確的記載。向西北遷徙的是大夏和月氏，西北是羌族的老家，夏族

遷到這裏稱大夏，秦統一六國時尚留居於此；有虞氏西遷後則稱為西虞，後記作「月

氏」、「禺知」等名。西漢時匈奴興起，大夏、月氏再次被迫西遷，越過蔥嶺，走出

了中國範圍。向東北遷徙的是夏朝屬國中的韋，即《左傳》、《國語》中的豕韋，他

們逐次北遷，遠及於黑龍江與內外興安嶺一帶，先後稱室韋、失韋、穢、靺鞨等名，

都是韋之轉音。後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遼、金、元、清，四代的統治部族契丹、蒙

古、女真族都是豕韋的後裔，他們的入主中國，就是豕韋民族重返中原與我們共同締

造區夏。

同樣，殷、周之際的變革實質仍為一次劇烈的民族衝突。周人的勢力發展到一定

時期，舍伐紂而外，實無它途。周公東征後，原居住在東方的殷遺民部族蒲姑氏亦向

遠方逃亡，一部分遷到了東北，漢魏時期稱為夫餘，他們的許多風俗習慣、禮儀傳說

都同東方文化傳統一脈相傳。後來建立的高句麗、百濟、北扶餘、渤海諸國，其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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挳本節所述，參閱徐中舒，〈夏史初曙〉；〈月氏為虞後及「氏」與「氐」的問題〉（載《燕京學報》第

13期，1933年）；《先秦史論稿》第48-52頁；〈1982年先秦史專題講課記錄〉（油印稿，未刊）。



者都是夫餘之後。

另一部分遷到南

方，成為苗徭的祖

先，苗徭傳說中的

祖先槃瓠、槃古與

夫餘一樣，都是蒲

姑的對音。苗就是

莫徭的合音。徭本

是殷人征服的東

夷，在殷人的軍事

統治下，服一切繁

重的徭役貢賦，故

稱為「徭人」；周

公東征以後，他們

從山東半島向南遷徙，亦不再服徭役，故又稱「莫徭」。後來苗徭民族的一部分又和

漢族融合在一起，他們傳說中的祖先槃瓠也就寫進了中國歷史。三國時期的徐整作

《三五曆記》，把槃瓠寫成了「盤古」，又還原成為蒲姑、薄姑之「古」了。中國歷史

在戰國後期到西漢初就已經編成了三皇五帝的系統，再要加進來就只能往上寫，盤古

也就成了開天闢地的中華民族第一位祖先了。

通過對夏、商之際及殷、周之際的民族遷徙的研究，徐先生發現在中國文獻中記

載的許多邊裔民族，他們實際上就是夏商時期中原民族的後代。在他們那裏還保留了

大量的中原文化的風俗禮儀，「禮失求諸野」，文獻中這些關於邊裔民族的記載，完

全可以成為我們研究先秦古史的重要史料。這大約又是徐先生研究古史運用史料時左

右逢源之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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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革後首屆古文字學研究生講課（1980年）

挳本節所述，參閱徐中舒，〈論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後的洞〉（載《思想戰線》1978年第2期，又刊

《四川大學學報》1978年第1期。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1264-1289頁）；〈1982年先秦史專題

講課記錄〉（油印稿，未刊），第99-104頁。



徐先生六十餘年學術耕耘，於先秦史研究所得甚多，以上所述，或僅及九牛之一

毛。而先生在古文字學、考古學、西南民族史等領域亦有精到的研究，因時間和篇幅

的關係，不能一一細述。加之本人的學識和學力所限，倉促成文，挂一漏萬，在所難

免。從以上不完全的敘述不難看出，徐先生畢生治學，從觀察視角到材料去取，皆體

現出史語所治學之眼光不限於「書」的宏闊風氣。則徐先生受史語所所賜，亦盡在其

中矣。耽誤了諸位的寶貴時間，謝謝大家。並望諸位女士、先生不吝賜教。

2003-10-15，初稿完成於徐先生105歲誕辰日。

2003-10-24，二稿修改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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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詩十九首考〉，《立達》（季刊）第1期，1925年6月。《國立中山大學語

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6卷65期重載。

2、 〈木蘭歌再考〉，《東方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第22卷14號，1925年。

3、 〈木蘭歌再考補篇〉，《東方雜誌》第23卷11號，1926年。

4、 〈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國學論叢》季刊，第1卷第1號，1926年6月。

5、 〈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文學周報》（上海）第5卷1、2號合刊刊行《王國

維先生追悼號》，1927年8月27日。

6、 〈追憶王靜安先生〉，同上。

7、 〈王靜安先生傳〉，《東方雜誌》第24卷13號，1927年。

8、 〈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東方雜誌》第24卷18號，1928年。

9、 〈評中國文字變遷考〉，《一般》（上海）第2卷3期，1928年。

10、 〈六朝戀歌〉，《一般》第3卷1期，該文寫成於1928年8月20日。

11、 〈剝字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第 1本

第4分，1930年。

12、 〈耒耜攷〉，《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5月。

13、 〈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集刊》第2本第1分，同上。

14、 〈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跋〉，《集刊》第2本第2分，1930年。

15、 〈再論小屯與仰韶〉，《安陽發掘報告 第三期》，史語所出版，1931年。

16、 〈殷周文化之蠡測〉，《集刊》第2本第3分，1931年4月。

17、 〈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史語所《明清史料》（甲編）第一冊，1931年。

18、 〈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再跋〉，《集刊》第2本4分；1932年。

19、 〈 敦考釋〉，《集刊》第3本第2分，1931年12月。

20、 〈古代狩獵圖像考〉，《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1932年。

21、 〈當塗出土晉代遺物考〉，《集刊》第3本第3分，1932年10月。

22、 〈 氏編鐘圖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7），1932年。

23、 〈陳侯四器考釋〉，《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年。

24、 〈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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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月氏為虞後及「氏」和「氐」的問題〉，《燕京學報》第13期，1933年。

26、 〈商周史料考訂大綱〉，北京大學歷史系講義（鉛字印刷稿），1933年。

27、 〈弋射與弩之溯原及關於此類名物之考釋〉，《集刊》第4本第4分，1934年。

28、 〈士王皇三字之探原〉，同上，1934年。

29、 〈壽州出土楚銅器補述〉，《大公報．圖書周刊》第31期，1934年6月16日。

30、 〈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12月。

31、 〈殷代銅器足徵說兼論鄴中片羽〉，《考古社刊》第2期，1935年。

32、 〈福氏所藏中國古銅器〉，《大公報．藝術周刊》第40期，1935年7月6日。

33、 〈金文嘏辭釋例〉，《集刊》第6本第1分，1936年3月。

34、 〈明初建州女真居地遷徙攷〉，《集刊》第6本第2分，1936年7月。

35、 〈豳風說—兼論《詩經》為魯國師工歌詩之底本〉，《集刊》第6本第4分，

1936年。

36、 〈說尊彝〉，《集刊》第7本第1分，1936年12月。

37、 〈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集刊》第7本第2分，1936年12月。

38、 〈論古銅器之鑒別〉，《考古社刊》第4期，1937年。

39、 〈跋苗族的洪水故事及伏羲女媧的傳說〉，《人類學集刊》第1卷1期，1937年。

40、 〈關於銅器之藝術〉，《中國藝術論叢》，滕固編，商務印書館出版，1938年。

41、 〈古代四川之文化〉，《史學季刊》（成都）第1卷1期，1940年。

42、 〈關於骷髏作酒器的通訊〉，與顧頡剛先生討論，《責善》半月刊，第1卷12

月期，1940年。

43、 〈蜀錦〉，《說文月刊》（重慶出版）第3卷7期，1942年。

44、 〈中國史上的民族主義與抗戰前途〉，《三人行》（成都）第1期，1942年12月

1日。

45、 〈中國近代史講義〉（內容從15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手寫稿，1943年。

46、 〈結繩遺俗考〉，《說文月刊》第4卷合訂本，1944年。

47、 〈井田制度探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4卷上冊，1944年。

48、 〈《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序〉，胡厚宣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齊魯大學

國學研究所出版，1944年。

49、 〈為維持我們的生活方式而戰〉，《學術講演集》第十九輯，四川省政府教育

廳主編，194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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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談古玉〉，《中央日報》（成都）1945年5月13日四版。

51、 〈殷代兄終弟及為貴族選舉制說〉，《文史雜誌》第5卷5、6合期，1945年。

52、 〈先母事略〉，自印稿1945年12月21日。

53、 〈悼佩弦〉，《西方日報》（成都）1948年9月26日特刊。

54、 〈九歌九辯考〉，收《史學論叢》，四川大學歷史系上年與本年編印，1949年。

55、 〈《益部漢隸集錄》序〉，同上。又見鄧少琴《益部漢隸集錄》石印本。

56、 〈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中國文化彙刊》第9卷，1950年。

57、 〈論殷代社會的氏族組織〉，《工商導報．學林副刊》第1期，1951年1月7日。

58、 〈論秦與匈奴的統一及其經濟原因〉，同上第12期，1951年6月17日。

59、 〈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原〉，同上第24期，1951年12月30日。

60、 〈我的思想檢查〉，《人民川大》第65期，1952年7月14日。

61、 〈我們的傳統友誼〉，《人民川大》第122期，1954年4月11日。

62、 〈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四川大學學報》1955年第2期。

63、 〈我對胡適派資產階級觀點對歷史學界的毒害的一點認識〉，《四川日報》

1955年1月11日第三版。

64、 〈論胡適對老子年代考證方法的錯誤〉，《人民川大》第153期，1955年4月2日。

65 〈戰國初期魏齊的爭霸及列國間合縱連橫的開始〉，《四川大學學報》1956年

第5期。

66、 〈論西周是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歷史研究》1957年第5期。

67、 〈先秦史專題講義〉，四川大學油印稿，1957年。

68、 〈論堯舜禹禪讓與父系家族私有制的發生和發展〉，《四川大學學報》1958年

第1期。

69、 〈巴蜀文化初論〉，《四川大學學報》1959年第2期。

70、 〈對《金文編》的幾點意見〉，《考古》1959年第7期。

71、 〈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的問題〉，《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

72、 〈巴蜀文化續論〉，《四川大學學報》1960年第1期。

73、 〈四川彭縣濛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文物》1962年第6期。

74、 〈《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歷史教學》1962年第11期，又載《左傳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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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孔子與《春秋》〉，山東史學會本年舉辦的「孔子思想討論會」列印稿，

1962年。

76、 〈孔子的政治思想〉，《成都晚報》1963年1月3日。

77、 《左傳選》，中華書局1963年9月出版。

78、 〈先秦史專題講義〉，四川大學油印稿，1963年。

79、 〈論《戰國策》的編寫及其有關蘇秦諸問題〉，《歷史研究》1964年第1期。

80、 〈先秦史專題講義〉，四川大學油印稿，1965年。

81、 〈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錞于〉，《文物》1974年第5期。

82、 〈論甲骨文中所見的儒〉，《四川大學學報》1975年第4期。

83、 〈古井雜談〉，《井鹽史通訊》（自貢市鹽業博物館編）1977年第1期，又載

《四川大學學報》本年第3期，略有修改。

84、 〈試論岷山莊王與滇王莊蹻的關係〉，《思想戰線》1977年第4期。

85、 〈論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後的洞──對中國古代村社共同體的初步研

究〉，首刊於《思想戰線》1978年第2期，又載於《四川大學學報》1978年第1

期。

86、 〈西周牆盤銘文箋釋〉，《考古學報》1978年第2期。

87、 〈關於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筆談摘要），《文物》1978年第6期。

88、 〈論《蜀王本紀》成書年代及其作者〉，《社會科學研究》1979年3月創刊號。

89、 〈對古史分期問題的幾點意見〉，《四川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

90、 〈殷商史中的幾個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

91、 〈夏史初曙〉，《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

92、 〈西周史論述〉（上、下、補充），《四川大學學報》1979年第3、4期及1980

年第1期。

93、 〈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堂圖說明〉，《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4期。

94、 〈中國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家屬稱謂〉，《四川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

95、 〈論豳風應為魯詩──兼論七月詩中所見的生產關係〉，《歷史教學》1980年

第4期。

96、 〈西周利簋銘文箋釋〉，《四川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

97、 〈夜郎史蹟初探〉，《貴州社會科學》1980年7月創刊號。

98、 〈《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蹟箋證〉，《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5輯；原

載《四川地方史研究專集》，1980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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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錞于與銅鼓〉，《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5期。

100、〈川甘邊區白馬人屬古氐族說〉，收入《白馬藏人族屬問題討論集》（內部發

行），四川民族研究所編印，1980年9月。

101、〈《西夏史稿》序〉，《光明日報》1980年8月12日「史學副刊」。

102、〈《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序〉，《四川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103、〈古代楚蜀的關係〉，《文物》1981年第6期。

104、〈周原甲骨初論〉，《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

1982年5月出版。

105、〈論殷周的外服制—關於中國奴隸制與封建制分期的問題〉，《人文雜誌》增

刊《先秦史論文集》，198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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